
 

 

非税自主权与部门结构升级：

“竭泽而渔”还是“细水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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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曲阜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 山东 日照 276826；2. 山东大学 经济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作为国家财政收入支柱之一，非税收入拥有高度自主性特征，是实现国家治理的重要

基础。地方政府利用非税自主权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实现资源要素在各个部门间合理

配置，推动部门结构升级。文章利用 2011−2019 年 292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析非税自主权对部

门结构升级的影响。进一步以非税比重为门限变量，运用面板门限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

果表明：（1）非税自主权显著促进了部门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推动了部门结构升级；（2）非税

自主权与部门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这表明只有将地方非税自主权控制在

合理边界内，才能“细水长流”；（3）门限效应检验显示，非税自主权与部门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显著

的非税比重的门限效应。（4）机制分析表明，非税自主权的提升提高了技术创新水平和资源配置效

率，从而推动部门结构升级。文章的研究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非税收入及其自主权的作用，进而

为非税收入制度改革和部门结构优化提供经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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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财政资源的统筹能力”。而非税收入是重要的财政资源，

是地方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是新时期开展经济建设和实现经济转

轨的重要保障（李谭君和何荣宣，2016）。合理统筹利用非税收入，对提高国家财政自主能力具有

重要意义（吕炜，2021）。现今学术界对非税收入概念的理解存在一定差异。从广义的概念上看，

部分学者将非税收入定义为地方政府获得的除税收收入以外的一切合法收入，虽然这一定义能

够更好地反映财政收入中除去税收后所有收入的情况，但从中国地方政府管理的实际来看，非

税收入并不包括地方政府债务收入、社保基金收入、群团组织的会费①等收入（苑广睿，2007）。从

狭义的概念出发，部分学者认为非税收入是一种特别的税收收入，是政府对其提供的管理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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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收取的费用。具体来看，狭义的非税收入仅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内的以行政事业收费、罚没

收入等形式存在的非税收入（赵仁杰和范子英，2021），但从全国非税收入数据来看，狭义非税收

入仅占非税总收入的 30% 左右，①因而仅从狭义的概念入手探究非税收入的影响，其效果难以区

分是受到财政相关因素影响还是统计口径变化的影响（谷成和潘小雨，2020）。另外，部分学者还

借鉴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中对非税收入的界定，②将非税收入具体划分为一般公共预算

内非税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三部分，这个划分显然更加符合中国政

府管理的现实（郭月梅和欧阳洁，2017）。

由于之前政府预算未包括非税收入，直

至 2011 年才全部纳入预算管理，而地方政府

在非税收入的立项、征收、管理等权限上仍然

拥有较大的自主权（简称“非税自主权”）。③

如图 1 所示，随着非税收入的总体规模持续

性增长，虽然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以下简

称“非税比重”）④一直在 40% 左右波动，没有

打破非税收入占辅助地位的共识，但也没有

实证研究证明该比例的优劣（李谭君和何荣宣，2016），使得非税收入的作用和合理性在学术界存

在争议。

一部分学者认为非税自主权所带来的非税收入扩张是“竭泽而渔”的行为，增加了企业和居

民的非税负担，不利于本地区经济发展（江飞涛等，2012）。但相关研究所利用的非税收入仅来自

一般公共预算，如行政性事业收费，这类非税收入仅占非税总收入的 30% 左右，不足以代表非税

收入整体，并不能否定非税自主权在财政收入中的作用（谷成和潘小雨，2020）。另一部分学者则

认为非税自主权能够充分调动各级地方政府积极性，为地方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

资金支持，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王佳杰等，2014）。但是这部分文献未关注到非税自主权

在地方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具体作用。地方政府作为资源所有权人和宏观

经济管理者，可以利用非税自主权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获得非税收入，并通过差异化非税税

负，向市场主体释放信号，引导资源要素向急需发展的部门流动，从而间接对部门结构升级产生

影响（童锦治等，2013）。另外，地方政府可以利用非税自主权对非税收入进行再配置，并依据产

业政策，有倾向地投资相关产业部门，从而直接影响部门结构升级（李波和张胜利，2021）。但现

有文献缺乏关于非税自主权影响部门结构升级的直接证据。那么，拥有高度自主权的非税收入

是否能够推动部门结构升级？在不同非税比重下，非税自主权对部门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

差异?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对于正确认识非税收入，开展非税收入制度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现

代化以及推动我国部门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根据地方政府公布的预决算报告，手动整理了 2011−2019 年间的非税数据，研究

了非税自主权对部门结构升级的影响。并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以非税比重为门限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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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国非税总收入及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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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全国的非税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财政部在历年两会期间所做的报告。

②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中将非税收入定义为“除税收以外，由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

利用国家权力、政府信誉、国有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等取得的各项收入”，本文接下来的分析所提到的非税收入均以此概念来界定。

③ 非税收入自主权=地方实际非税收入/地方预期非税收入。非税收入自主权简称“非税自主权”。

④ 非税比重=非税总收入/地方财政总收入。其与非税自主权的区别：非税自主权衡量的是地方政府在非税收入征管方面的权限，非税比

重衡量的是非税收入的相对规模和负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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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面板门限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非税自主权与部门结构升级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

非税自主权显著促进了部门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水平。门限效应检验结果显示，非税自主权推

动部门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非税比重的门限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非税自主权的提升，

能够促进技术创新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进而推动了部门结构升级。

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和创新点体现在：首先，在研究视角上，从非税自主权入手，探讨了非

税自主权对部门结构升级的影响，有效地补充了非税收入理论的研究。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以

非税比重作为门限变量，运用面板门限效应模型检验非税自主权与部门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

并得出相关门限值，为地方政府合理控制非税收入规模，实现“细水长流”提供参考。最后，在研

究样本上，本文手动整理了地级市预决算报告内的一般公共预算内非税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

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得到非税总收入这一变量，并考察非税总收入下非税自主权对部门

结构升级的影响，为准确认识非税自主权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余下部分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是相关制度背景和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包括模

型设定、变量选取以及数据来源；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包括基准回归结果、机制检验、门

限效应检验；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

（一）制度背景

自 1994 年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将所有税种按照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进

行划分。尤其是在 2002 年所得税分享改革和 2012 年“营改增”等财税体制变革后，地方政府的

财权被逐渐向上集中。但对中央和地方支出责任的划分却没有较大的改变，面对国有企业改制

和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系列支出责任，地方政府所要承担更多，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加剧（高

培勇，2018）。在这种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开始逐渐重视非税收入，但也导致非

税收入规模膨胀，产生了企业非税负担沉重等问题。因此，2004 年中央政府对非税收入的概念和

征管范围作出了严格的界定，①并在 2011 年将其纳入预算管理。②尽管中央政府对非税收入的科

目作出了严格限定，③地方政府及其财政部门仍然可以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结合本地的实际情

况设立相应的非税收入品目，只要保证其性质可以归入中央设立的 12 大类和 129 个项目即可。

非税收入的立项、征收、管理等权限依然被保留在地方。综上所述，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另

一支柱和重要来源，地方政府对非税收入有较大的自主权，表现出“自由裁量”的特性，是地方政

府缓解财政压力的重要筹资渠道（谷成和潘小雨，2020）。

（二）研究假说

现行的非税收入征管体制使得地方政府有非税自主权，而各个地区之间在非税收入科目设

定、征收机构、执法方法、程度与标准以及总额上有着较大区别，导致地方政府存在差异化的非

税自主权程度。非税自主权较高的地区意味着地方政府能够利用非税自主权更加灵活地通过征

收、管理等行为调节资源要素在部门间的分配，实现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推动部门结构升级。

接下来，本文从技术创新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两个角度来说明非税自主权影响地方部门结构升

级的内在机理，具体如图 2 所示。
 

  2022 年第 9 期

① 2004 年，财政部下发《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 [2004]53 号）对非税收入概念和征管范围进行了严格界定。

② 《关于将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通知》（财预 [2010]88 号）要求将预算外资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

③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财税 [2016]33 号）重新调整了非税收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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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非税自主权对部门结构升级的影响机理

 

自从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逐渐增大。一方面，分税制改革使得增值税等地

方的主要税种与中央实行税收分成，而不参与央地分成的税种（如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在财政

收入中占比很小；另一方面，随着“营改增”的实施、增值税税率下调和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

免，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增长乏力（高培勇，2018）。面对来自收入端的一系列冲击，“节流开源”

成为地方政府财政工作的重点。从“节流”的角度看，由于地方政府一贯实施积极或稳健的财政

政策，财政支出呈现刚性特征（Tiebout，1956），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时期，即便面临巨大的财政收入

压力，地方政府仍会保持适度的支出扩张（徐超等，2020）。因此，相对于降低财政支出，地方政府

更加倾向于增加财政收入来应对财政压力（Wolman，1983）。那么从“开源”的角度看，由于地方

的四大主体税种实行与中央分成，而非分成税种仅为小税种，导致地方政府即使加强税收征管

也难以缓解财政压力。因此，在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可能会利用非税自主权，通过强化非税收

入的征收等方式扩大非税收入规模，这已经成为弥补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的重要选择（王志

刚和龚六堂，2009）。

随着非税自主权的提升，为了获取更多的非税收入，地方政府也会随之强化对非税收入的

征收执法，因此企业面临着更为严格的非税收入缴纳监管，这将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推动部门

结构升级（何凌云和陶东杰，2020）。另外，严格的非税收入缴纳监管也对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等活

动起到监察作用，①这能够缓解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曾亚敏和张俊生，2009），减少了国有企业

资源的流失，为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持续资源支撑（兰竹虹等，2021），提升了国有企业技术

创新水平，从而通过需求结构变动引导上下游相关行业进行技术创新（余泳泽等，2020），推动了

部门结构升级。

地方政府获得的非税收入增加能更好地弥补地方民生性支出的缺口，增加民生性公共产品

和服务的供给（赵海益和贾驰，2016），进而改善了技术创新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推动部门结构升

级。随着财政透明度的提升以及中央“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等相关意见的出台，尽管地方政

府追求经济增长，但也无法忽视民生性支出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为了减少本地区人口流

出，地方政府将非税收入安排到民生领域，帮助其承担民生性公共品和服务供给的职责（平新乔

和白洁，2006）。教育、卫生、医疗等民生性支出虽然不具有生产性，但这些支出的增加不仅能减

少企业未来的保障性支出（易行健等，2013），缓解企业创新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而且能改善人力

资本所处的环境，加速本地区优秀人力资本的积累，增加企业创新成功的概率和提升了技术创

新水平，进而提高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推动部门结构升级（代谦和别朝霞，2006）。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本文的假说 H1：

姚    鹏、马志达：非税自主权与部门结构升级：“竭泽而渔”还是“细水长流”？

① 非税收入的来源之一是国有企业的上缴利润，其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有关，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2019 修订）》第

十三条，地方政府职责之一是“通过统计、稽核等方式对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进行监管”。因此，地方政府会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

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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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非税自主权提高对部门结构升级具有促进效应，较高的非税自主权可以提升技术创新

水平，进而促进部门结构升级。

由于拥有非税自主权的地方政府在非税收入的项目设定、费率①设定、征收执法等方面拥有

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财政压力下，除增强非税收入的征收执法力度外，通过提高非税费率的

方式来增收可能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实现财政增收的重要手段（赵仁杰和范子英，2021）。随着非

税自主权的提升，地方政府拥有了更高的非税费率调整权限，为了扩大非税收入规模，地方政府

也会提高非税费率，因此在环境等方面违规的低效率企业将面临着更为严重的行政处罚，这能

够提高区域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部门结构升级。高额罚金使得违规的低效率企业因无法支

付罚金或因整改成本高于其承担能力而退出相关市场，进而使得生产性资源向高效率企业聚

集，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推动部门结构升级（王勇等，2019）。另外，生产性要素在高效率企

业的聚集会提升整个行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Andersen，2018），这既阻止了低效率企业的进入又

逐渐淘汰了行业中相对低效率企业，进一步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推动部门结构升级（李蕾蕾和

盛丹，2018）。

非税费率的提高还可能使得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比例进一步增加，这将有利于资源配置效

率的提升，从而推动了部门结构升级。由于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当企业自由现金流量较多时，

企业投资于低收益率甚至非盈利项目的可能性会增加，进而导致企业过度投资，降低了资本的

配置效率（Richardson，2006）。因此，地方政府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能够减少国有企业内部

过多的自由现金流，激励管理层谨慎投资，选择长期收益率更优的高生产率行业进行投资，进而

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部门结构升级（黎精明和郜进兴，2010）。另外，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

例的提高可能使得社会保障基金得到进一步充实，并通过失业保险金等途径增加了劳动力流动

的保障，有效降低了劳动力在地区间流动和择业的成本（罗润东，2002），这有利于推动劳动力由

低效率的企业向高效率的企业聚集，进而提高地区资源配置效率，推动部门结构升级（乔小乐和

宋林，2022）。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说 H2：

H2：非税自主权提高对部门结构升级具有促进效应，较高的非税自主权会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进而推动部门结构升级。

但当地方非税自主权过高时，地方政府对本地经济可能进行干预。一方面，地方政府为增加

财政收入，利用非税自主权加强对企业非税收入的征收，使得企业在资源要素初次分配过程中

非税负担过重。面对沉重的非税负担，企业将通过持有更多现金和减少创新等方式来降低将要

面临的不确定性（赵仁杰和范子英，2021），而没有创新的企业难以实现其向产业链中高端的跃迁

（韩先锋等，2019），抑制了部门结构升级。另一方面，扩大辖区内投资是地方政府实现政治、经济

目标的重要途径（王贤彬等，2010）。而高度的非税自主权使得地方政府具备了干预企业投资扩

张的能力。在财政激励下，地方政府具备了干预企业投资扩张的动机和能力，导致其通过投资性

补贴等手段引导辖区内企业投资扩张，诱发了投资同质化，形成重复性建设，从而出现部门结构

趋同现象（江飞涛等，2012），抑制本地区部门结构升级。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说 H3a：

H3a：非税自主权与部门结构升级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

非税自主权的部门结构升级效应还可能受到非税比重的影响。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

2019 年财政数据显示，大多数国家的非税收入在政府收入结构中占辅助地位（李谭君和何荣宣，

2016）。因为适量的非税收入可以补充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缓解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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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通过这种非税自主权实现资源要素向有利于本地区部门结构升级的方向配置（王佳杰等，

2014）。但是非税比重过高，甚至超过税收收入会影响到财政职能的发挥，进而对部门结构优化

产生不利影响，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利用非税自主权，通过增加非税收入项目和加强非税收入

征收等手段，扩大非税规模，加重企业的非税负担，抑制企业有效投资，挤出了更多的税收收入，

从而使地方财力下降，难以供给更多的公共产品，导致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扩大非税收入规模，

抑制部门结构升级（李波和张胜利，2021）。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说 H3b：

H3b：非税自主权与部门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非税比重的门限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1. 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设定

为了实证分析非税自主权对部门结构升级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indi,t = β0+β1NT Ai,t +β3Xi,t +γk+µt +εi,t （1）

其中，i 代表地级市，t 代表年份，ind 代表部门结构升级水平，并从部门结构合理化（isr）和部门结

构高级化（ais）两个方面来衡量。NTA 表示非税自主权，X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γ 为省级固定效

应，μ 为时间固定效应，ε 为随机扰动项，β0 为常数项。β1 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其系数代表了非

税自主权对部门结构升级的影响。

为了检验非税自主权对部门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影响，在模型（1）中加入非税自主权的平方

项（NTA2）作为解释变量，得到模型如下：

indi,t = β0+β1NT Ai,t +β2NT A2
i,t+β3Xi,t +γk+µt +εi,t （2）

模型（2）中，当 ind 为部门结构合理化时，β1 显著小于零，β2 显著大于零。当 ind 为部门结构高

级化时，β1 显著大于零，β2 显著小于零，则表明非税自主权与部门结构升级之间呈现出倒“U”形

关系。

2. 面板门限模型设定

根据理论机制分析，非税比重对非税自主权部门结构升级效应的影响存在区间差异，由于

分位数回归会因人为主观划分区间产生估计结果的偏差，因此本文采用 Hansen 面板门限模型，研

究在不同非税比重的区间内非税自主权对部门结构升级的异质性影响，设立的面板门限模型如下：

indi,t = β0+β1NT Ai,t × I(NT Pi,t ⩽ ζ)+β2NT Ai,t × I(NT Pi,t ⩾ ζ)+β3Xi,t +γk +µt +εi,t （3）

其中，NTP 为非税比重，是本文的门限变量，ζ 为待估计的门限值，I（·）为示性函数，当条件成立

时，该变量值为 1，反之，值为 0。其他变量含义与模型（1）相同。对模型（3）进行回归，可以得出门

限值，以及由门限值划分的不同区间内非税自主权对部门结构升级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以部门结构升级为被解释变量，而部门结构升级具有部门结构合理化和部门结构高级

化两个维度，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地方部门结构优化（刘嘉毅等，2014）。因此，本文借鉴已有

文献，构建了部门结构合理化（isr）和部门结构高级化（ais）两个指标来衡量部门结构升级水平。

部门结构合理化（isr）表示资源要素在部门之间配置的协调程度和利用效率。本文在借鉴干

春晖等（2011）关于部门结构合理化指标的设定方法后，选取改进的泰尔指数来测度各地级市的

部门结构合理化水平，其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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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i,t =

3∑
m=1

Ym ,i,t

Yi,t

ln(
Ym,i,t

Yi,t

/
Lm,i,t

Li,t

)，m = 1,2,3 （4）

其中，Ym,i,t 表示 i 市在 t 时期 m 部门产值，Yi,t 表示 i 市在 t 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Lm,i,t 表示 i 市在

t 时期 m 部门的就业人数，Li,t 表示 i 市在 t 时期的就业总人数。如果泰尔指数为 0,则表明部门结

构处于均衡水平，部门结构较为合理。如果泰尔指数不为 0，则表明部门结构偏离了均衡水平，部

门结构不合理。因此，对部门结构合理化水平的回归，非税自主权的系数 β1 应显著为负。

部门结构高级化是指部门结构根据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资源要素配置路径从较低水

平向高级水平有序演进的过程，其核心是各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实现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跃

升。本文借鉴徐敏和姜勇（2015）对部门结构高级化指标构建的方法，采用部门结构层次系数法

来衡量部门结构高级化水平，具体公式设定如下：

aisi,t =

3∑
m=1

Ym,i,t

Yi,t

×m,m = 1,2,3 （5）

其中，本公式相关指标的解释与公式（4）相同。该指数反映了各地级市由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的

部门结构向第二、三产业占主导地位的部门结构比例关系的演进，该指数越高，部门结构越高级，

因此，对部门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回归中，非税自主权的系数 β1 应显著为正。

2. 核心解释变量

由于现有文献中较少有关于非税自主权的测度方式，本文选取了非税征管强度作为非税自

主权的代理变量，即非税自主权（NTA）为实际非税收入除以预期非税收入（彭飞等，2020；兰竹虹

等，2021），实际非税收入越高，地方非税自主权越大。一方面，非税自主权的核心是非税收入项

目设定的自主权（冉富强，2019）；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非税收入征管程度的提高推动了地方政府

收入规模的增加，这也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支配的非税收入越多，其非税自主权也就越大（储

德银等，2018）。

通过以下模型估计各地区预期非税收入：

NON −T AX
GDP

= θ1+ θ2×
IND1

GDP
+ θ3×

IND2

GDP
+ θ4×

IE
GDP

+ε （6）

NON-TAX 为地级市当年实际非税收入，GDP 为地级市当年地区总产值，IND1 和 IND2 分别

为该地级市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总产值，IE 为当年地区进出口总额。本文将具体数据带入模

型（6）估计出相关系数，进而计算出预期非税收入，用 (NON-TAX)/GDP_E 表示，实际值用 (NON-
TAX)/GDP 表示，从而计算出地区非税自主权：

NT A =
(NON −T AX)/GDP

(NON −T AX)/GDP_E
（7）

3. 中介变量

（1）技术创新水平（TJS）

关于技术创新水平这一变量的设定，现有研究多从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两个角度

入手，而相对于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产出对部门结构升级会产生更为实质的影响。因此，本

文从技术创新产出入手，选用各地级市的发明专利授权数的对数来度量技术创新水平。

（2）资源配置效率（KAL）

当资本与劳动实现要素最优配置时, 经济才是最有效的，因此资源配置效率（KAL）这一变量

的构建参考了许捷和柏培文（2017）的计算方式，设定公式如下：

KAL = |βK/βL−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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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借鉴陈永伟和胡伟明（2011）方法计算资本配置扭曲系数（βK）和劳动配置扭曲系数（βL），

KAL 表示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偏离程度，其越小，资源配置效率越高。

4. 其他变量：

（1）门限变量。非税比重（NTP）利用非税总收入与财政总收入的比值来计算。（2）控制变

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pgdp）采用人均 GDP 来衡量；税收负担（tax）采用地区实际税负来表示；

基础设施水平（ inf）通过全市实有铺装道路面积与行政区域面积的比值来计算；外资利用水平

（oupw）按照当年美元与人民币平均汇率折算的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人力

资本水平（zmws）利用地级市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来衡量地区人力资本水平。

5.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 2011−2019 年 292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非税自主权的部门结构升级效

应。采用地级市作为本文研究样本的主要原因在于：（1）地级市的样本容量较大，能够更好地反

映出地级市间非税自主权的差异化特征；（2）根据非税数据的可获得性，仅能收集到地级市及以

上层面的非税数据。2011 年开始进行非税收入收缴改革，要求全部非税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并纳

入国库集中支付，使得非税数据有据可查，因此本文选取数据的时间跨度为 2011−2019 年。其中

非税收入相关数据根据各个地级市公开的财政预决算报告手动整理所得，其他原始数据来源于

各统计年鉴、国泰安数据库（CSMAR）以及各类公开信息，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N mean sd min max

被解释变量
isr 部门结构合理化 2616 0.270 0.206 0.002 0.898

ais 部门结构高级化 2616 2.301 0.150 1.958 2.699

核心解释变量 NTA 非税自主权 2616 1.002 0.852 0.000 12.560

门限变量 NTP 非税比重 2616 0.459 0.168 0.089 0.781

中介变量
TJS 技术创新水平 2280 4.019 1.852 0.000 11.714

KAL 资源配置效率 2312 2.817 2.032 0.000 7.567

控制变量

tax 税收负担 2312 160.700 273.400 9.250 1755.000

pgdp 经济发展水平 2312 5.218 3.403 1.180 19.190

zmws 人力资本水平 2312 185.900 241.400 0.000 1171.000

inf 基础设施水平 2312 0.206 0.494 0.000 6.085

oupw 外资利用水平 2312 0.014 0.016 0.000 0.086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估计结果

本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非税自主权对部门结构升级的净效应，估计结果详见表 2。

其中，模型（1）检验了非税自主权与部门结构升级之间的线性关系，结果如表 2 的第（1）−（2）列和

第（4）−（5）列。部门结构合理化用改进泰尔指数来表示，指数越小，部门结构越合理。因此，由

表 2 的第（1）列可知，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非税自主权的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为负，初步证明了非税自主权的部门结构合理化效应。第（2）列的结果显示，在加入城市层面

的控制变量后，非税自主权的系数显著增加，且仍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说明地方

政府能够利用这种非税自主权促进地方部门结构的合理化发展。根据第（4）列和第（5）列的结果

可知，非税自主权的估计系数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非税自主权对部门结构

高级化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地方政府非税自主权越高，越能够促进本地区部门结构高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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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本估计结果

isr ais

(1) (2) (3) (4) (5) (6)

NTA
−0.0136*** −0.0188*** −0.2599*** 0.0376*** 0.0328*** 0.0686***

(−2.9294) (−2.8973) (−2.9806) (8.3628) (7.6342) (7.8717)

tax
0.0001** 0.00004 0.0001* 0.00004

(1.5724) (1.4690) (1.8349) (1.2478)

pgdp
−0.0100*** −0.0103*** −0.0157*** −0.0141***

(−5.5915) (−5.6978) (−7.5721) (−7.1038)

zmws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2.1516) (−2.2410) (2.5927) (2.2960)

inf
−0.0167** −0.0163** 0.0014*** 0.0001***

(−2.5098) (−2.3120) (0.2946) (0.0308)

oupw
−0.7262*** −0.7940*** 0.1970 0.0335

(−1.7108) (−1.4892) (0.5585) (0.0970)

NTA2
2.0347*** −0.0110***

(7.6875) (−4.3739)

_cons
0.2832*** 0.2157*** 0.1962*** 2.2635*** 2.1578*** 2.1512***

(54.0610) (19.1398) (16.9706) (484.4279) (215.1407) (223.8286)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616 2312 2312 2616 2312 2312

R2 0.8135 0.8597 0.8631 0.7060 0.7495 0.7545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下表同。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非税自主权的平方项，检验非税自主权对部门结构升级

的非线性作用，其结果详见表 2 的第（3）列和第（6）列。根据第（3）列的结果可知，非税自主权及其

平方项对部门结构合理化的弹性系数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并且非税自主权平方项的

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非税自主权与部门结构合理化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验证了假说 H3a。

从第（6）列的结果中来看，非税自主权对部门结构高级化的弹性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为正，非税自主权平方项的弹性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非税自主权与部门

结构高级化之间也呈现出倒“U”形关系，进一步验证了假说 H3a。这说明只有将地方政府的非

税自主权限定在合理区间内，才能实现部门结构升级。而部门结构的升级又能增加财政收入（钟

艾阳等，2013），进而实现“细水长流”。

（二）机制检验

前面的实证分析已经表明非税自主权能够显著地促进本地区的部门结构升级，但是非税自

主权部门结构升级效应的中间机制和传导过程是什么样的呢？地方政府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

的角色？这是本文接下来要关心的问题。为了进一步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借鉴 Baron 和 Kenny（1986）

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选取了技术创新水平（TJS）和资源配置效率（KAL）两个变量作为本文

的中介变量，进行内在机制检验，并构建如下检验模型：

indi,t = β0+β1NT Ai,t +β3Xi,t +γk+µt +εi,t （9）

Mi,t = α0+α1NT Ai,t +α3Xi,t +γk+µt +εi,t （10）

indi,t = ϕ0+ϕ1NT Ai,t +ϕ2 Mi,t +ϕ3Xi,t +γk+µt +εi,t （11）

其中，M 为中介变量，分别表示技术创新水平（TJS）和资源配置效率（KAL）。非税自主权的部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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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升级总效应为 β1，直接效应为 φ1，中介效应为 α1φ2。若 φ1 显著且 φ2 也显著，则 M 为部分中介变

量。若 φ1 不显著而 φ2 显著，则 M 为完全中介变量。其他变量的含义与模型（1）相同。

1. 技术创新水平的中介效应

表 3 报告了非税自主权通过技术创新水平这一路径实现本地区部门结构升级的检验结果。

其中，表 3 的第（1）列结果显示了非税自主权的部门结构合理化总效应。由第（2）列可知，非税自

主权与技术创新水平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地方政府的非税自主权越高，技

术创新水平越高。根据第（3）列可知，将非税自主权与技术创新水平同时纳入模型后，非税自主

权与技术创新水平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且分别通过了 1% 和 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技术

创新水平在非税自主权的部门结构合理化效应中起了部分中介效应。同样，由第（4）−（6）列的回

归结果可知，在非税自主权的部门结构高级化效应的检验中，将非税自主权和技术创新水平同

时纳入模型，非税自主权和技术创新水平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技术创新水平为部分中

介变量。因此，表 3 的实证结果表明面临财政激励的地方政府，其非税自主权的提升能够带动技

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进而促进部门结构升级，印证了假说 H1。
  

表 3    技术创新水平中介作用的检验结果

部门结构合理化 部门结构高级化

(1) (2) (3) (4) (5) (6)

isr TJS isr ais TJS ais

NTA
−0.0188*** 0.1406*** −0.0118*** 0.0328*** 0.1406*** 0.0250***

(−2.8973) (3.8307) (−2.8180) (7.6342) (3.8307) (5.2649)

TJS
−0.0054** 0.0078***

(−2.0540) (6.065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312 2280 2280 2312 2280 2280

R2 0.8597 0.9434 0.8153 0.7495 0.9434 0.5453
 
 

2. 资源配置效率的中介效应

本部分选择资源配置效率作为中介变量，考察非税自主权是否通过资源配置效率影响部门

结构升级。由表 4 的第（2）列和第（5）列可知，非税自主权与资源配置效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

显著为负，即非税自主权越大，资源配置效率越高。资源配置效率在非税自主权和部门结构升级

之间是否起到中介作用，需要关注表 4 的第（3）列和第（6）列。从第（3）列可知，加入中介变量之

后，KAL 的系数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①说明资源配置效率越高，部门结构合理化水

平越高。此外，非税自主权（NTA）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资源配置效

率是非税自主权促进部门结构合理化的部分中介因子。由第（6）列可知，将非税自主权与资源配

置效率同时纳入模型后，资源配置效率的系数显著为负，并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

非税自主权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资源配置效率在非税自主权的部

门结构高级化效应中起了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地方政府非税自主权的提升，会增加资源配置效

率，推动地方部门结构升级，呈现出“细水长流”的特征。
  

姚    鹏、马志达：非税自主权与部门结构升级：“竭泽而渔”还是“细水长流”？

① 根据变量设定， KAL 的值越小，表示资源配置效率越高。isr 的值越小，表示部门结构越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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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资源配置效率中介作用的检验结果

部门结构合理化 部门结构高级化

(1) (2) (3) (4) (5) (6)

isr KAL isr ais KAL ais

NTA
−0.0188*** −0.4451*** −0.0226*** 0.0328*** −0.4451*** 0.0274***

(−2.8973) (−6.0546) (−3.8125) (7.6342) (−6.0546) (6.7783)

KAL
0.0025* −0.0122***

(1.6794) (−10.902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312 2312 2312 2312 2312 2312

R2 0.8597 0.3021 0.8108 0.7495 0.3021 0.7656
 
 

（三）面板门限模型回归结果①

本文将非税比重设定为门限变量，以非税自主权为核心解释变量对模型（3）进行回归。这也

是进一步检验无限度的非税自主权是否表现出“竭泽而渔”的特征，即检验非税自主权是否应存

在边界。为了确定本文非税比重门限值，本文利用“自抽样法”迭代 500 次来计算 F 统计量、p 值

以及非税比重的门限临界值。当部门结构合理化为被解释变量时，F 检验值在 5% 的显著性水平

下拒绝 “0 个门限”的原假设，这表明非税自主权的部门结构合理化效应存在着单一非税比重门

限，且门限值为 0.5685。当部门结构高级化是被解释变量时，门限估计结果显示单一门限和双重

门限均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三重门槛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非税自主权的部门

结构高级化效应存在着双重非税比重门限，门限值分别为 0.3491 和 0.5716。

根据回归结果，非税自主权对部门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存在两个区间的变化，总体呈现出倒

“U”形趋势：当非税比重低于 0.5685 时，非税自主权与泰勒指数之间呈现负相关，即非税自主权

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促进了部门结构合理化；当非税比重高于 0.5685 时，非税自主权抑制了部

门结构合理化，但其作用不显著。根据回归结果，非税自主权的部门结构高级化效应系数存在三

个区间的变化，总体呈现出倒“U”形趋势：当非税比重低于 0.3491 时，非税自主权对部门结构高

级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当非税比重处在 0.3491 和 0.5716 之间时，非税自主权显著地抑制了

部门结构高级化；当非税比重超过 0.5716 时，非税自主权对部门结构高级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明

显。结果表明无限度的非税自主权具有显著的“竭泽而渔”的特征。

根据上述门限阈值，将样本划分为不同的门限区间。无论是高级化门限区间（0，0.3491）还是

合理化门限区间（0，0.5685），其中的地级市数量均呈现下降趋势，这可能是因为在当今财政压力

下，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的规模快速扩张所导致。而截至 2019 年，样本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地

级市的非税比重超过 57.16%（56.85%），这可能影响到税收的主导地位，进而可能弱化财政的宏

观调控能力（王佳杰等，2014），使得非税自主权表现出“竭泽而渔”的特征。具体而言，2014 年非

税比重超过 34.91% 的地级市增加 56 个，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与结构调整使得税收

增长压力增大。2017 年非税比重超过 57.16% 的地级市增加 50 个，这可能是因为在 2016 年全国

范围内“营改增”政策开始实施，这进一步加大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谷成和潘小雨，2020；赵仁

杰和范子英，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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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分析表格省略，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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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稳健性检验
①

1. 缩小样本估计

本文去除掉中西部的样本，以东部地区的地级市作为子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估

计系数的符号与基本估计结果的符号相同，且分别通过了 1% 和 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因此说

明基本回归结果稳健。

2. 分时段估计

从 2015 年开始，地方政府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考虑到这对非税自主权可能带来冲击，本

文将样本分为 2011−2014 年以及 2015−2019 年两个时间段进行回归，以此来检验该项冲击对估

计结果的影响，结果显示 2015 年前后两个时间段的回归结果并没有改变非税自主权（NTA）及其

平方项（NTA2）系数的符号，并且均显著，这与基本回归的结果相吻合，同时也说明 2015 年的改革

并未给本文结果造成影响。

3. 分项回归

本文将非税自主权划分为一般公共预算非税自主权（NTAY）和政府性基金收入自主权

（NTAG）两项，分别考察他们对部门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从实证结果来看，NTAY 和

NTAG 的回归系数分别通过了 1% 和 10% 的显著性检验，进一步说明结果的稳健性。

4. 内生性问题

参考余泳泽等（2020）关于工具变量选取的思想，从自然地理角度出发，选取本文的两个工具

变量。一方面，选取地级市的行政区域面积作为本文的工具变量。首先，地级市行政区面积在一

定程度上决定该地级市土地供应数量，进而影响政府性基金收入。而且行政区域面积越大，地级

市的土地供应的持续性越强，地方政府的非税自主权就越有保障，因此选择地级市行政区域面

积作为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其次，行政区域面积作为工具变量还满足外生性要求，这是因

为地级市的行政区域面积在样本期内基本保持不变，不会因时间变动而变动。另一方面，使用河

流密度作为本文的另一个工具变量。在相关性上，一个地级市的行政区域内河流越多，河流密度

越大，企业的排污、运输等成本就越低，环境受到污染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受到财政激励的地方政

府可能会加大对相关企业的处罚力度，增加了政府罚没收入，提高了地方政府的非税自主权。在

外生性方面，地级市的河流密度不会受当地的经济环境影响，仅仅取决于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

很难直接影响所在地级市的部门结构升级。因此，选取河流密度作为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

生性假定。

由于行政区面积和河流密度在样本期间并不随时间变动而变动，将其直接作为工具变量进

行回归会因固定效应而无法估计，需选择一个外生时变变量。因此，本文在构建工具变量时参

考 Nunn 和 Qian（2014）的方法，将上述两个工具变量与前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的交互项作为非税

自主权的工具变量。其中, 由于本文非税自主权的度量选用的是当年实际非税收入与预期非税

收入，不会对前一年国家财政收入产生影响。而前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通过影响实际非税收入

进而影响非税自主权。同时，前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对于当年地区部门结构升级来说是一个相

对外生变量。因此，选用行政区面积和河流密度与前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的交互项是地级市非

税自主权合适的工具变量。根据回归结果，本文所选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假设，而且非

税自主权对部门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估计系数均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符号与基本回归

姚    鹏、马志达：非税自主权与部门结构升级：“竭泽而渔”还是“细水长流”？

① 限于篇幅，分析表格及稳健性检验的原因省略，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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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保持一致，说明在缓解潜在内生性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是稳健的。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自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虽然地方政府的税权减少了，但也有较大的非税自主权。在非

税总收入下，地方政府利用非税自主权，通过资源要素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来调节部门间资源配

置，进而对本地区部门结构升级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利用 2011−2019 年我国 292 个地级市的

面板数据，分析了非税自主权的部门结构升级效应，并且选取了非税比重作为门限变量，运用面

板门限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非税自主权与部门结构升级之间的非税比重的门限效应。研究发

现：第一，非税自主权对部门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第二，非税自主

权与部门结构升级之间呈现出倒“U”形关系。第三，非税自主权与部门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着显

著的非税比重的门限效应。具体而言，非税自主权的部门结构合理化效应存在着单一的非税比

重门限，门限值为 0.3496，超过这一门限值，非税自主权对部门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

用。非税自主权的部门结构高级化效应存在着双重非税比重门限，门限值分别为 0.3626 和

0.5716，当非税比重低于 0.3626 时，非税自主权对部门结构高级化才具有促进作用，而当非税比

重高于 0.5716 时，非税自主权对部门结构高级化的抑制作用最强。第四，地方政府非税自主权的

提升能够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方式，推动部门结构升级。而此机制实现的

基本前提是将地方政府的非税自主权控制在合理边界内。

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结论，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地方政府应充分认识非税比重过高

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利用非税自主权控制合理的非税比重，并通过合理安排非税收入的支

出等方式，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率，推动部门结构升级。第二，加快完善地方财税体系，建立财

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制度，从而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降低其对非税收入的过度依赖，

并利用非税自主权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第三，加快非税收入制度建设。针对不

同类型的非税收入，需要进一步研究其性质和作用的合理性，进而采取不同的改革策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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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tax Autonomy and Upgrading of Department Structure:
Unsustainable Exploitation or Improvement of

Long Standing?

Yao Peng1，2,  Ma Zhida1

(1. School of Economic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276826,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Summary:  As the pillar of national fiscal revenue, non-tax revenue has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nd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lthough the expansion of non-tax revenue
has brought some negative effects, the proportion of non-tax revenue has been fluctuating around 40%, which
has not broken the global consensus that non-tax revenue occupies an auxiliary position. In addition, it cannot
be ignored that local governments using non-tax autonomy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distri-
bution of income realizes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 elements among various departments, which in
turn promotes the upgrading of department structure. This paper uses the panel data of 292 prefecture-level cit-
ies from 2011 to 2019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non-tax autonomy on the upgrading of department structure.
Further, using the non-tax proportion as the threshold variable, the panel threshold effect model is used to em-
pirically examine the reasonable range of non-tax proportion to realize the structural upgrading effect of non-
tax autonomous department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1) Non-tax autonom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rationalization and advanced level of department structure, and promotes the upgrading of department
structure. (2)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tax autonomy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and advancement of department structure, which indicates that only by controlling local non-tax autonomy
within a reasonable boundary, can it be improved for a long time. (3) The threshold effect test show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on-tax proportion threshold effect between non-tax autonomy and the upgrading of depart-
ment structure. Specifically, there are single thresholds and double thresholds for the rationalization and ad-
vancement effects of the department structure of non-tax autonomy, which further proves the above conclu-
sion. (4)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non-tax autonomy improves the level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depart-
ment structure. This paper manually sorts out the data of non-tax revenue, government fund revenue and state-
owned capital operating revenue in the general public budget, obtains the variable of total non-tax revenue, and
examines the linear and nonlinear effects of non-tax autonomy on the upgrading of department structure under
the total non-tax revenue. It effectively supplements the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non-tax revenue,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reasonably control the scale of non-tax revenue and realize long-term flow,
and then provides experience support for the reform of non-tax revenue system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depart-
ment structure.

Key words:  non-tax autonomy；  upgrading of department structure；  advancement of department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of department structure； threshol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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